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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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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是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约 1 万年以前，农业在西亚、中美洲和东亚地区几乎同时独立出

现。西亚的两河流域被认为是小麦、大麦、燕麦等作物的起源中心；中美洲则是玉米、马铃薯和花生等

农作物的诞生地；中国拥有两套独立的原始农业系统，分别是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和黄河

中游地区的粟 - 黍旱作农业，孕育了中华农耕文明。西亚的小麦农业、东亚的稻作和粟 - 黍农业逐步传

播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促进了早期农业全球化。15 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和众多贸易路线的出现加

快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融合，加速了农业全球化进程。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类改造和

适应环境的能力；促进了人类定居，导致人群结构的重大变革，出现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等，为人类提

供了稳定的食物供应及储存，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农业起源和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范围，

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生态和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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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in human prehistory 
and the foundation of ancient cultures. At 10000 BP, agriculture emerged almost independentl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Asia and Central America at the same time. Mesopotamia in western Asia 
was thought to be the origin of wheat, barley and oats, while corn, potato, peanuts, etc. were 
firstly cultivated in Central America. China was featured by two independent agricultural systems, 
namely ric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mille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arly crop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spread widely from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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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centers to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building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Eurasia. After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Americas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the opening of new shipping routes and emergence of numerous trade routes accelerated 
the spread and integration of crops in the New and Old worlds.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has 
changed the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o transform or adapt to our environment, and has made an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not only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a settled lifestyle, but also led to major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Agriculture improv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provided a 
stable food supply and storage, and increased the intensity and scope of human activities, largely 
impacting the global ecolog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Keywords: archaeology; agriculture; Homo sapiens

1  引言

末次冰消期以来，气候变暖导致世界大多数地区人类活动特征和生存状态发生改变 [1-3]，

人类由依赖自然赐予的狩猎 - 采集生活逐步过渡到以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农业活动成为

人类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并维持社会生存的最主要经济活动 [4-6]。农业的出现影响了社会

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改变了经济结构、加速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农业也是文明形成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7,8]。因此，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被视为人类演化和发

展历史中的三大里程碑，是科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农业起源研究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存在三个重要阶段和转折。

19 世纪中至 20 世纪初，农业研究受“文化进化论”影响，农业起源的假说以“发现

论”“智力论”“发明论”等单线进化论为主，重在讨论农业在进化阶段上的位置以及对

人类社会组织的影响 [9]，其立足于两点：农业经济比狩猎采集经济优越，具有选择性优势；

农业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一旦被发明或发现，就会被其他群体所采纳并迅速传播 [10]。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许多学者将农业起源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在环境模式下研

究农业起源过程。Pumpelly 认为气候变化是推动农业起源的单一原动力，首次提出“绿洲

假说”[11]。Gordon Childe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预料“环境给予人类影响的系统考古学”

研究必将出现，并提出“新石器革命”( 食物生产革命 ) 和“城市革命”概念，为农耕、

家畜饲养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2,13]。二战以后，考古学家 Braidwood 基于

西亚肥沃新月形地带的深入研究，提出农业应起源于气候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的观点 [14]。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农业起源研究受新考古学的影响出现重大转变，从发现模式的

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 [15]，并试图解释何种条件促使了狩猎采

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早期农业种植是一种劳力支出最大

的经济形态，早期农夫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来维持生计 [16]，也更易遭受致命疾病的袭击

和营养不良之症等因素的影响 [17,18]；农业生计方式具有延迟收获特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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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狩猎－采集者相比，社会结构更不平等 [19-22]。

Boserup 先是提出农业发展是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 [23]；Binford 进而提出

有关人口压力的“边缘理论”；Cohen 让人口压力理论闻名于世 [24]，但不能解释农业起

源的地点、时间以及不同起源区存在的时间差异。一些学者注意到农业起源均发生在全

新世早期，这种“同时性”特征似乎暗示某种统一的驱动因素在起作用。Bar-Yosef 提出

Younger Dyras 气候冷事件驱动理论，并进一步论证 YD 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中国的农业起

源 [25,26]；McCorriston 和 Hole 提出了季节性资源短缺是触发农业同时起源的主要因素 [27]；

Sage 提出 CO2 限制理论 [28]；Richerson 等提出全新世温暖气候假说 [29]。诸家学说都试图

探讨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但大多假说或模式主要源自于西亚和中美洲农业考古记录以

及民族学证据，缺少农业起源背景、过程等更多实证性材料，存在过多的演绎推理，大多

只能解释部分现象。因此，仍然需要在农业起源的过程和动因等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和创新。

2  起源

约 1 万年以前，农业在西亚、中美洲和东亚几乎同时独立出现（图 1）。西亚两河流

域的“肥沃新月形地区”被公认是动植物的重要驯化区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约 10500-
9500 BP，小麦、大麦、燕麦、椰枣、无花果、葡萄、橄榄、洋白菜、胡萝卜、洋葱和豌

豆等粮食和经济类作物被驯化。西亚两河流域保存了大量工具、固定居住地和驯化动植物

遗存。约旦河谷有 12000 BP 的考古遗址，有石砌地基的圆形房屋、用胶泥涂抹的储藏坑、

燧石镰刀等。叙利亚、两河上游和伊朗西部山地发现 12000-10000 BP 先民割谷、烤谷物、

储存谷物证据，甚至还保留了小麦和大麦原始品种。西亚农业起源与其地形地貌以及特有

的植物类型和成熟期密切相关 [30]。

图 1  农业起源中心示意图
Fig.1  Map of agricultural origi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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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大洋相隔，美洲的动植物驯化非常独特。中美洲地区南北跨亚热带、热带多种

气候区，中部高原与沿海低地海拔高度差巨大，气候垂直特点显著，生物多样性丰富，具

有非常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因此中美洲地区也是美洲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31]。中美

洲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被称为古风时期（Archaic，9000-3500 BP），玉米、

南瓜、马铃薯、甜薯和花生等植物，以及美洲驼、羊驼和火鸡等动物逐步被驯化，使得该

地区形成独立的农业体系 [32-36]。

中国是东亚农业起源的关键地区，孕育了世界上唯一连续演化发展的中华农耕文明

（图 2）。中国拥有两套独立的原始农业系统：起源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和

起源于黄河中游半干旱地区的旱作黍粟农业。虽然两个农业体系的起源时间相当，但栽培

谷物的生态习性迥异，生态环境背景也不同 [37,38]。

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是东亚干旱 - 半干旱地区旱作农业起

源的代表性作物，也是史前人类最重要的食物。粟俗称谷子，野生祖本可能是青狗尾草；

黍又称糜子，野生祖本至今不明。这两种谷物的籽粒细小、形态相似，被统称为粟类作物

或小米。旱作粟 - 黍农业的起源、驯化和栽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近年来，植物大遗存、微体化石和同位素等新方法为旱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39-44]。

黄河中游地区农业出现得早且序列完整，是旱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心区。中国旱作

农业的起源地点有黄土高原 [45]、黄河中游地区 [46,47]、北方森林 - 草原过渡带 [48]、辽西地

区 [49]，此外还有山东半岛说、多中心说等 [50,51]。近年来，新方法的应用为旱作农业起源

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最新研究表明距今 1 万年前后，山西柿子滩、河北南庄头、北京东胡

林遗址可能已经开始利用粟 - 黍这两种植物资源，显示旱作农业的原始孕育阶段 [52,53]。吕

厚远等基于粟黍植硅体形态鉴别的突破，通过鉴定和统计磁山遗址 5 个粮窖、1 个馆藏样

品和 3 万多植硅体样品的数据信息，确定该粮窖中的灰化物遗存为驯化黍，埋藏时间约

10000 BP，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驯化黍证据 [47]。

水稻（Oryza sativ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养活了全球近一半人口，对文化

和文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54]。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一直是国际考古学的难题。关于稻

图 2  欧亚大陆早期农业传播模式图
Fig.2  Early agricultural spread model through Eu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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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源时间、地点和动因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有印度起源说、东南亚山地起

源说、云南 - 阿萨姆起源说、长江中游起源说、长江下游起源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等不同

学术观点 [7,37,55-57]，研究的焦点在于：稻作农业究竟是起源于野生稻种类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还是野生稻分布边缘区？又或是气候环境条件适宜区，还是出土最早稻作遗存考古证据区？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 7000 BP 前的古稻 [55]，将稻作农业

的起源地逐渐转移到中国。随后，湖南玉蟾岩遗址、江西仙人洞 - 吊桶环遗址和浙江上山

遗址最早稻谷遗存的发现，更将稻作起源的发生地聚焦到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此，稻

作农业起源中心地位基本得以确认 [55]。近年来，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量稻作考古遗

存开展了不同植物指标分析和大量测年工作 [41-44,58,59]，基本确定大约距今 10000 BP，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野生稻逐渐被驯化成栽培稻，稻作农业逐步演变为主要的生业模式 [60-62]。

目前，水稻起源的种类、驯化过程和速率成为稻作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水稻

起源的种类，“籼粳同源说”曾经被广泛接受，即野生稻没有籼粳之分，是在驯化过程中

发生分离 [63,64]。但遗传学研究又提出了“籼粳异源”的证据 [65-67]，即粳稻起源于中国，之

后与野生稻杂交，在印度次大陆转变为籼稻 [68-69]。另外，在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驯化过程中，

驯化速率及应该采用怎样的指标和标准来确定早期水稻驯化的完成等，仍然是水稻起源研

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70]。

3  扩散与传播

数千年间，农业从起源中心向外扩散，逐步传播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成为人类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转型、人口增长以及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农

业的扩散和传播在塑造世界农业格局、促进各区域社会发展、实现早期农业多样化和全球

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1   小麦农业

小麦农业的扩散和传播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获得较充足证据支持 [17,71]。距今

9000 年，起源于西亚“新月沃地”的多种麦类作物（包括一粒小麦、艾玛小麦、硬粒小麦、

斯佩尔特和普通小麦、二棱、六棱的皮大麦与裸大麦等）向欧洲和北非地区的传播 [72,73]。

首先向西 - 北传播至土耳其和希腊，经过地中海北岸、多瑙河流域和科尔巴阡山脉东侧等

多条路线传至欧洲各地，北到德国北部，西至西班牙南部和摩洛哥，向南到达尼罗河上游

的努比亚地区，而后在欧洲南部和北非地区形成了环地中海农业文明圈 [72,73]。小麦向欧亚

大陆南部传播的时间相对较晚，先是沿着伊朗高原北缘扩散，出现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的遗址中；约 7000-6000 BP，抵达巴基斯坦和高加索地区；约 5500-5000 BP，到

达印度河流域地区 [17,74]。

小麦农业向东亚传播的时间和路径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小麦遗存的早期记录出现在

山东胶州赵家庄（4450-4220 BP）[76] 以及甘肃天水盆地西山坪（约 4300 BP）[39]。最新研

究表明，距今约 5200 BP，小麦向东传播到我国新疆阿尔泰地区 [75]，形成北方草原人群畜

牧及小麦农业混合的经济模式。随后，通过欧亚草原带进入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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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传播至西伯利亚草原的阿凡娜谢沃文化区。这一结果也很好地解释

了为什么只有青稞和普通小麦两种作物被“选择性”地引入中国北方高纬地区，也指示了

汉代“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方“草原通道”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路径 [75]。

我国河西走廊位于古丝绸之路上，处于东、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连接点。距今

4100-4000 BP 期间，该地区出土了小麦、大麦、燕麦、粟和黍五种农作物，成为小麦农

业东传的重要地区 [77]；3700-3400 BP 期间，小麦和大麦在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结构中的比

例最高可达 90%，取代本土粟 - 黍成为主要农作物。河西走廊早期小麦农业转型速度较快，

仅用了约两百年时间 [78]。

中 - 西小麦农业向东传播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约 3200 BP。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农

业考古研究显示，3200-2400 BP 期间，喀什绿洲地区出现圆形（硬粒）小麦、两棱大麦

以及豌豆和豇豆属等需要灌溉系统辅助和支持的作物类型。这些来自中 - 西亚的农作物的

传入，对新疆绿洲灌溉农业系统和农业多样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亚洲中部绿洲

城邦国家的形成和人口增加意义重大，为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提供了重要基础 [79]。

3.2   稻作农业

早期稻作传播路线的解读主要基于“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稻作农

业的扩散和传播存在向北、向西和向南三条路线。约 9000 BP 前，稻作农业向北进入淮河

流域，可能形成稻作、旱作混作农业模式 [80]。约 8000 年前，进入山东月庄和西河地区 [81,82]，

山东后李文化有关水稻的利用证据可能与淮河流域稻作农业有关 [82]。3500 BP 后，扩散至

辽东半岛，再向东进入朝鲜半岛。约 2000 BP 后，传播至日本九州 - 本州岛 [7]。

黄土高原稻作农业遗存丰富，提供了稻作向西北地区传播的重要证据。水稻植硅体

研究显示，约 5500 BP 以来，关中盆地保存了许多稻作遗存 [83]。甘肃天水盆地提供了

5070 BP cal 前有精确定年的水稻种植记录，是我国目前已知新石器水稻农业的最西北端，

将原始稻作种植区向西拓展了 2 个经度 [39]。

约 6000-5000 BP 期间，稻作农业向华南地区扩散和传播；约 5000-3500 年前，到达

福建地区，与粟黍形成混合农业；4200 BP 左右进入台湾岛；3500 BP 前抵达吕宋岛 [84]。

杨晓燕等基于华南地区炭化稻粒的 14C 测年数据，确定水稻传入珠江流域的时间为 5000-
4300 BP，比以前认为的 6000-5500 BP 要晚 [85]。乌兹别克斯坦也发现了 1714-1756 BP 期

间的古栽培稻，是目前中亚地区最早的稻作农业记录，完善了水稻由喜马拉雅南麓向西传

播的关键证据链条 [86]。之后，水稻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地区。

3.3   旱作农业

黍和粟旱作农业传播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 [78,87]，但具体传播路线仍不明确。东北地

区粟黍农业出现很早，辽宁兴隆洼遗址的黍作农业出现于 8200-7400 BP 期间 [49]，查海遗址

的黍作农业也产生于 8000 BP 前 [88]。粟 - 黍农业向南扩散发生在新石器早期，约 8000 BP 传

播至淮河流域，与稻作形成混合农业 [87,89]；约 6400 BP 进入长江中游地区；黄土高原地区

旱作农业突破地理界限，向西和西南地区的传播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 5500 BP 进入

成都平原 [87]；约 5000 BP 出现在甘肃南部和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约 4500 BP 粟 - 黍农业

传播到河西走廊地区；在 4000 BP 左右与东传的小麦形成混合农业 [78]。



‌• 1103 •6 期 李小强：农业的起源、传播与影响

4  早期农业全球化

旧大陆史前文明的传播与交流研究涉及人群、语言、城市化、游牧、冶金和农业等

众多问题。随着环境和生物考古研究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文明传播和

交流的时空格局得以重新构建。9000-3500 BP 期间，农业的扩散和传播促使不同起源的

驯化植物和动物 (含思想和技术 )实现了交流和融合，构建一种全新的、多样化的农业系

统，极大增强了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经济基础。因此，早期

农业的传播和交流也被称为早期农业全球化或史前农业全球化 [90,91]。

“丝绸之路”的凿通 [92-94]，尤其是汉唐两个高峰期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交流，促进

了东西方农作物和农业技术的广泛传播和深度融合 [86,95]。另外，8-10 世纪间的伊斯兰农

业革命，也将非洲出产的高粱、中国的柑橘、印度的芒果、棉花、甘蔗等传播至欧亚大

陆和非洲各处 [91]。15 世纪末，新航路和贸易路线的开辟促使美洲的玉米、土豆、红薯等

农作物，以及火鸡和羊驼等动物逐步向欧亚大陆扩散和传播 ( 图 3)，这些耐寒和异常高

产的农作物能够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对欧亚大陆人口增长贡献巨大。同时，欧亚大陆

的小麦、大麦、水稻等农作物，葡萄和香蕉等水果，以及羊、猪和马等动物传播至美洲

大陆 ( 图 3)，新、旧大陆原本各自独立的农业系统在全球传播和融合，促进了农业早期

全球化的实现。

图 3  欧亚和美洲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交流
Fig.3  Animal and plant exchanges between Eurasia and the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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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起源的影响

农业起源使人类完成了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质的飞跃，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

伟大创新和巨大转变，在人类演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提升了人类改造

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础。

5.1   农业对社会和文明诞生的影响

农业与采集 - 狩猎活动相比具有三个特点：1) 人类居住模式的改变导致人群结构和

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发展出现根本性变化；2) 农业活动创造发明了许多生产工具，

提高了生产效率，产生多样的驯化动物和作物，提供了稳定的食物供应及储存，推动了人

口增长；3) 农业促使劳动分工、导致商品交换，对阶级、法律、宗教、文字、城市与国

家的出现等有积极作用，成为文明诞生的重要基础。世界主要古文明的源区如埃及、巴比

伦、印度、中国、墨西哥等，无不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

5.2   早期农业活动的环境效应

现今的生态环境状况是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相互叠加的结果，人类活动已成为改变地

球环境的重要地质营力 [96,97]。目前，有关人类显著影响环境和气候系统的时限和作用仍存在

多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 [98]；而“早期人类影响”假说认为，经历了狩

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的革命性变革 [99]。农业起源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活动强度和影响范围，深

刻地影响着全球和区域生态和气候环境，显示人类影响地球“自然”演变时代的到来 [100-102]。

全新世快速发展的农业活动对植被生态环境的改造强烈而深远 [101]。在早期农业发达地

区，由于农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导致森林结构发生改变。早全新世时期，西亚

Levant 地区的农业活动改造了遗址周边 3 km 范围内的植被格局 [102]。我国东部海岸带宁绍平

原先民 8000 BP 前已经持续围海造田，改造自然能力逐渐增加 [103,104]。最近 5000 BP 以来，黄

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增加，已在广泛区域内对植被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105]。约

4000 BP，河西走廊绿洲地区开始的青铜冶炼活动是区域地表植被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 [106]。

图 4  末次冰消期以来温室气体变化曲线图（改自 [107]）
Fig.4  Curve of greenhouse gases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Revised from reference[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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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冰芯记录的研究显示，自 400 kaBP 以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与地球的岁差周期基

本同步，但这一趋势在全新世发生了改变，CO2 浓度变化趋势在约 8000 BP 从下降转为上

升，从 5200 BP 起 CH4 浓度开始出现异常（图 4）。Ruddiman 等认为全新世持续的原始

农业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生物燃烧，改变了土地利用规模和强度，改变土地和植被等环境要

素，间接影响了 CO2 的吸收和排放，对 8000 BP 以来 CO2 的浓度上升有很大影响 [97,107-110]。

来自中国考古学的证据以及古人口估算和土地利用模型等 [102,107] 也对这一假说给予了

支持。中国稻作农业在 5000 BP 前后确实有显著的增加 [96]，扩展了季风区湿地面积，增

加了甲烷排放源区。畜牧业的增强也对甲烷浓度的变化有所贡献 [112]，稻作农业和畜牧业

的发展提供了大气中 100 µg/L 甲烷增量的 70%[113]。因此，早期农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

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其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温度在工业革命前夕比预期高出了 0.6 °C，
是近两百年来工业革命带来的温室效应的两倍。Ruddiman 等指出，早期农业活动造成的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全新世中晚期冰期的来临；人类几千年前已成

为改变气候环境要素的重要因子 [108,109]。

致谢：感谢周新郢研究员、杨庆江博士在图件绘制和文献整理等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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